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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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然而， 关于环境

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 本文利用中央政府

“十二五” 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 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的企业层面数据， 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

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

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

境事件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显示， 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

的正向关系； 机制检验显示， 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

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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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是目前世界各

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并且正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居民的身体健康 （ Ｔａｎａｋａ，
２０１５） ［１］。 为治理经济增长遗留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各国政府正在收紧其国内环境

法规。 尽管已有丰富的文献研究了严格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出 （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２） ［２］、 生产效率 （Ｇｒａｙ， １９８７［３］；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４］ ）、 劳动需求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５］、 技术创新 （Ｋｅｓｉｄｏｕ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２０） ［６］ 和出口数量 （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８［７］；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ｊｊａｒ， ２０２２［８］） 的关系， 但是鲜有文献涉及环境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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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效应与潜在机制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９］。
出口产品质量是一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 ［１０］。 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可以接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从而提高企业的收

入水平并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了优化贸易结构，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在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地位。 因此， 全面理解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

义。 现有对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 外商直接投资 （Ａｎ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ｕｎ， ２０１８） ［１２］、 汇率波动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ａｌ， ２０１６［１３］；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１４］ ）、 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１５］；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１６］；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１７］ ） 以及融资约束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１８］等方面。 这些研究为出口企业塑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长期以来， 学者们关注的是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数量的影响 （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１９］；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２０］； Ｘ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２１］）。 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质量的效应却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事实上，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是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反映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２］。 因此， 理论上严格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效应是不确定的。 传统观点认为， 严格环境规制可能会迫使企业增加污染减排支

出， 这意味着企业研发创新投资会被污染减排支出挤占 （Ｇｒａｙ， １９８７； 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２３］； Ｐａｌｍ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２４］；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２）， 进而威胁其技术创新能力和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利用中央政府 “十一五” 计划期间对不同地区制定的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Ｄｅｎｇ 等 （２０２１）、 李磊和刘博聪 （２０２２） ［２５］的研究表明严格

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下降。 基于不同的环境政策， 胡浩然

（２０１９） ［２６］、 范红忠等 （２０２１） ［２７］的研究均支持以上结论。
然而， 污染减排支出并非是企业将其负面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唯一可用工具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ａｎｄ Ｔ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１８） ［２８］。 严格环境规制也可能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２９］；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３０］ ）， 帮助其从根源上控制污染

物排放。 严格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升。 盛丹和张慧玲 （２０１７） ［３１］的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产

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高翔和何欢浪

（２０２１） ［３２］的研究也证明严格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做出了贡献。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黄蕙萍和郭一鼎 （２０２２） ［３３］、 姬潇涵等 （２０２２） ［３４］的研究。

综上， 严格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取决于企业污染减排的路径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ｊｊａｒ， ２０２２）。 如果企业采取技术创新的方法控制污染物排放，
那么严格环境规制可以实现污染物减排和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双赢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如果企业选择增加污染治理支出， 那么严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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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简称。



规制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进而影响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胡浩然， ２０１９； 李磊和刘博聪， ２０２２）。 因此， 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并非是先验的， 迫切需要定量研究去探索严格环境规制是否以及

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在考察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时， 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是如何准确衡

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 （Ｂｒｕｎｅｌ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６［３５］；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２０１７）。 现有文献广泛采用污染减排支出或成本作为严格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去评

估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Ｊａｆｆ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７［３６］；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８［３７］；
Ｋｎ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２［３８］ ）。 然而， 污染减排支出或成本是内生的， 并且可

能存在测量误差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３９］。 使用这种代理变量会使实证估计出现偏

误， 并且无法准确捕捉其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４０］。 为

此， 部分文献利用政府实施的环境政策作为严格环境规制的外生冲击， 探索其与企

业绩效 的 因 果 效 应 （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８；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４１］）。

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然而， 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

的是污染排放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为此，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管制措施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４２］， 如 １９９８ 年两控区政策 （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
Ｔａｎａｋａ， ２０１５；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和 “十一五” 计划期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８）。 虽然中央政府在 ２００２ 年就实施以单个城市为对象的重点城市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但由于大气环流和缺乏统一的污染联防联

控机制， 相邻城市之间同时出现重污染天气的频率越来越高。 大气污染防治的复杂

性对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仅从行政区划角度考虑单个城市的污染防

治模式已不能有效缓解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 为此， “十二五” 计划期间， 中

央政府从系统整体角度出发， 在重点区域开展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遗憾的是，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相关经济效应还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理解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效应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然而， 关

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依然是有争议的。 本文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率先利用中央政府 “十二五” 计划期间的重点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政策作为环境规制加强的外生冲击， 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索其与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因果效应， 进一步澄清环境规制与出口绩效之间的争论； 第二，
除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外， 本文更感兴趣的是不同污染企业对

环境规制的反应策略， 为此， 本文采取三重差分方法探索不同特征企业在环境规制

下的异质反应； 第三， 虽然已有国内外学者探索了政府实施的环境法规与出口产品

质量的关系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李磊和刘博聪， ２０２２； 胡浩然， ２０１９； 高翔和何

欢浪， ２０２１）， 但是鲜有文献就环境法规引发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能否完全抵

消遵守法规的成本并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做出回应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２０１７； 康志勇等， ２０２０［４３］）， 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去理解环境规制影响出口产品

质量的机制， 这也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因果效应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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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政策背景

为更好地指导实证研究， 本文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全面回顾。
（一）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 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然而，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尽管中央政府在 ２００２ 年就

已经实施了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但是中国当前的大气

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以臭氧、
细颗粒物和酸雨为特征的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此外， 受大气环流的作用， 城

市间大气污染相互影响明显， 区域内城市同时出现重污染现象的频次日益增多。 区

域性复合型大气环境问题给现行环境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 仅从行政区划的角

度考虑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当前愈加严重的大气环

境问题。
“十二五” 计划时期，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将快速发展， 资源能源消耗

持续增长， 大气环境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此，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中央政府从系

统整体角度出发， 率先在重点区域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①。 重点区域占全国

１４％的国土面积， 集中了全国近 ４８％的人口， 产生了 ７１％的经济总量， 然而其单位

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 ９～３ ６ 倍②。
（二）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为有效改善大气环境， 中央政府对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具体要求。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 ２０１５ 年重点区域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

下降 １２％、 １３％、 １０％； 可吸入颗粒物、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分别下降 １０％、 １０％、 ７％、 ５％。 此外， 中央政府提出要求： 重点区域城市监测点

位新增细颗粒物、 臭氧、 一氧化碳等监测因子和数字环境摄影记录系统； 区域内所

有监测点位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进行直联，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数据的实时传输； 建

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区域大气环境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这意味着重点区

域内的企业在 ２０１０ 年后面临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

三、 识别策略和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

本文引入实证模型以比较 ２０１０ 年后重点区域与非重点区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差异， 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ｆｔ ＝ α０ ＋ α１ＫＲＡＰＣ ｆＰｏｓｔｔ ＋ αＸ ｆｔ ＋ δｆ ＋ δｔ ＋ ζｆｔ （１）

其中， 下标 ｆ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ＥｘｐＱｕａｌｆｔ 指的是企业 ｆ 在 ｔ 年的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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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可见国务院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数据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４４５５９ ｈｔｍ。



品质量。 如果企业位于重点区域内， ＫＲＡＰＣ ｆ 等于 １， 否则等于 ０。 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

所有年份中， Ｐｏｓｔｔ 等于 １， 否则等于 ０。 系数 α１ 反映了 ２０１０ 年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的差异。 如果系数 α１ 为正， 可以推断出严格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升级。 Ｘ ｆｔ 是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年龄的对数、 雇佣人数的对

数、 总资产的对数、 总收入的对数以及产出的对数等。 为避免遗漏变量偏差， 本文

引入了企业固定效应 （δｆ） 和年份固定效应 （δｔ） 。 ζｆｔ 是随机扰动项。 此外， 本文将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以规避潜在的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本文利用一个事件研究框架来检验双重差分方法的平行趋势假设， 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ｆｔ ＝ β０ ＋ ∑
２

－５
σｋＫＲＡＰＣ ｆＹｅａｒ２０１１＋ｋ ＋ βＸ ｆｔ ＋ κｆ ＋ κｔ ＋ ξｆｔ （２）

为避免完全共线性问题， 本文将 ２０１０ 年设定为参照组， 即系数 σ －１ 为 ０。
Ｙｅａｒ２０１１＋ｋ 表示对应下标的年份虚拟变量。 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模型 （１） 相同。

不同污染排放水平企业对环境政策的反应是异质的。 利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政策的时间和地区变化以及不同污染水平行业受到环境政策不同影响的事实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本文引入以下三重差分模型：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ｆｔ ＝ θ０ ＋ θ１ＫＲＡＰＣ ｆ 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ｉＰｏｓｔｔ ＋ θＸ ｆｔ ＋ ωｆ ＋ ωｔ ＋ υｆｔ （３）

其中， 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ｉ 表示行业 ｉ （２ 位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二氧化

硫产生量。 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模型 （１） 相同。
（二） 数据来源

首先， 本文使用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计算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中国海关统计

数据库详细记录了中国大陆境内所有进出口企业的每一笔产品层面 （８ 位 ＨＳ 编

码） 的交易信息， 包括产品的贸易流向 （进口或出口）、 数量、 价值总额以及贸易

对象国等。 与既有文献一致， 本文使用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４４］ 的实证模型估计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然而， 由于同时性偏差，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实证模

型中的价格弹性系数是有偏的 （Ｐｉｖｅ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Ｓｍａｇｇｈｕｅ， ２０１９） ［４５］。 因此， 本文价

格弹性系数 σ 的估计值来自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４６］ 的研究， 本文按照许家

云等 （２０１７） ［４７］的方法将产品层面的质量加总到企业层面①。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提供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 （包括地址、 行业、 主营业务、 成立日期、 注

册类型、 产出、 总资产、 收入、 雇员人数和利润等）。 根据 Ｙｕ （２０１５） ［４８］ 的方法，
本文使用企业名称来实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

尽管能够使用合并数据评估严格环境规制的产品质量效应， 但是当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政策未能有效约束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时， 无法断定企业的产品质量升

级是由环境规制导致的。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４） ［４９］、 Ａｕｆｆｈａｍｍｅｒ 和 Ｋｅｌｌｏｇｇ （２０１１） ［５０］

的研究均表明严格环境规制并未对美国空气质量的改善做出贡献。 因此， 对传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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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是否有效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 尤其是在环境立法执行不力的发

展中国家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５１］； Ｌｉｎ， ２０１３［５２］ ）。 为此， 本文从中国环境统

计数据库中提取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产生量。 遗憾的是， 只能接触到

２０１４ 年以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因此， 本文将样本的时间定义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表 １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ＳｄＧｅｎ 二氧化硫产生量 ３９５ ５６４ ７ １６７ ４ ８８８ ０ ２１ ０９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出口产品质量 ８０ ０６０ ２ ８１０ ４ ３７９ －２１ ９１ ４５ １６

ｌｎＰａｔＴｏｔ 专利申请总量 ３９５ ５６４ ０ １７２ ０ ６１１ ０ ８ ６３８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３９５ ５６４ ０ ０８３０ ０ ３８１ ０ ８ ５６７

ｌｎＰａｔＮｏｎｉｎｖ 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３９５ ５６４ ０ １２７ ０ ５２３ ０ ７ ３９９

ＫＲＡＰＣ 重点区域城市 ３９５ ５６４ ０ ６４１ ０ ４８０ ０ １

Ｐｏｓｔ ２０１０ 年后的年份为 １ ３９５ ５６４ ０ ３８１ ０ ４８６ ０ １

ｌｎＩｎｄＧｅｎ ２０１０ 年行业二氧化硫产生量 ３９４ ７７９ ９ ３２０ １ ４１０ ６ ４６１ １７ ６３

ｌｎＡｇｅ 年龄 ３９５ ５６４ ２ ２７１ ０ ７１６ ０ ７ ６０７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雇佣人数 ３９５ ５６４ ５ ４７２ １ １６５ ０ １２ ２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总资产 ３９５ ５６４ １１ １６ １ ６５７ ０ １９ ４５

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总收入 ３９５ ５６４ １１ ５０ １ ５３６ ０ ２０ ５３

ｌｎＯｕｔｐｕｔ 产出 ３９５ ５６４ ８ ５４５ １ ７６８ －２ ３０３ ２０ ０３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 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

并数据。

四、 基准回归结果

（一） 环境政策有效性

在世界许多国家， 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执行环境政策的责任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５３］。 长期以来， 我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官员晋升考核体

系， 使得地方官员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以获取政治地位上的升迁 （周
黎安， ２００７） ［５４］。 为缓解官员晋升考核中所需经济发展绩效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中

央政府在 ２００５ 年后首次将环境治理成效纳入了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 这意

味着地方官员治理污染的激励得到加强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５５］。
尽管本文已经将研究的时间定义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但是依然担忧环境政策失

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关系的干扰。 因此，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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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信息来评估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效果。 具体地， 将模型 （１） 的

因变量替换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产生量。 表 ２ 第 （１） 列显示， 核心解释

变量 ＫＲＡＰＣ×Ｐｏｓｔ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小于 ０， 意味着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 除了平均处理效应以外， 本文更感兴趣

的是不同污染水平的企业对环境政策的异质反应。 本文将模型 （３） 的因变量替换

成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产生量。 表 ２ 第 （２） 列是估计结果，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
×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 的系数统计上显著小于 ０， 表明重污染企业在严格环境规制下较大

幅度地削减了污染物排放量。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ＳｄＧｅｎ ｌｎＳｄＧｅｎ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１） （２） （３） （４）

ＫＲＡＰＣ×Ｐｏｓｔ
－０ １２４５∗∗∗ ０ １３４２∗∗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６４２）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６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３９９０∗∗∗ ３ ３９１１∗∗∗ －３ ４１４８∗∗∗ －３ ３９５２∗∗∗

（０ １８１９） （０ １８３１） （０ ４９９６） （０ ５０１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５ ５６４ ３９４ ７７９ ８０ ０６０ ７９ ７７８

Ｒ２ ０ ８９３ ０ ８９３ ０ ８６４ ０ ８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二） 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

表 ２ 第 （３） 列汇报了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

数大于 ０ 并在 ５％水平上显著， 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然

而， 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 在进行定量分析之前， 图 １
直观地展示了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均值差异。 在实施重点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之前， 重点区域企业和非重点区域企业之间出口产品质量的趋

势是相对平行的。 然而， ２０１０ 年以后， 重点区域内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提升， 而非重点区域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的幅度较大。
图 ２ 展示了模型 （２） 中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估计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可

以发现， 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颁布之前，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系数在统

计上与 ０ 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趋势相似。
在政策实施后，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系数至少在 ５％水平上大于 ０， 表明与控制

组相比， 处理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所提升。 图 ２ 的结果也证实用于评估环境政

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双重差分估计是有效的。 表 ２ 第 （４） 列汇报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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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的实证估计结果。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 表明严格环境规制更利于重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图 １　 出口产品质量的趋势

图 ２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的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注： 该图展示了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估计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因变量是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估计中包括了

全部控制变量以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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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稳健性检验

（一） 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

三重差分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捕捉到重点区域企业和非重点区域企业之间预先存

在的差异， 从而控制选择性偏差①。 当环境政策是随机设置的， 三重差分估计是最

有效的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然而， 现实世界的政策并不满足随机设置的要求。 在这

种情况下， 学者们通常会选择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构造一个可比较的控制组， 以克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统性差异对估计结果

的干扰。 在本文的研究中，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分配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根据

“十二五” 计划，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污染排放以及人口等因素会影响其是否被

指定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借鉴 Ｌｉｕ 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方法， 本文收集了

２０１０ 年各个城市的 ＧＤＰ 增速、 人均 ＧＤＰ、 人口、 二氧化硫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

信息， 并使用 ＰＳＭ 方法消除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间可观察特征的系统性差异。 表 ３
Ｐａｎｅｌ Ａ 显示， 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环境政策干预之前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运用 ＰＳＭ
方法后 （Ｐａｎｅｌ Ｂ）， 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城市间可观察特征的差异被消除了。

表 ３　 匹配前和匹配后的城市可观察特征差异

Ｐａｎｅｌ Ａ 重点区域 非重点区域 差异

变量 Ｎ Ｍｅａｎ 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ａｎ ｐ－Ｖａｌｕｅ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１７ １０ ５０ １６６ １０ ０４ ０ ４５４ ０ ０００∗∗∗

ｌｎｓｄｅｍｉ １１６ １０ ９６ １６８ １０ ３４ ０ ６１８ ０ ０００∗∗∗

ｌｎｐｏｐ １１７ ６ ０６４ １６９ ５ ７２４ ０ ３３９ ０ ０００∗∗∗

ｌｎｇｄｐｇ １１７ ２ ６３４ １６９ ２ ６８９ －０ ０５５０ ０ ００２∗∗∗

ｌｎＦＤＩ １１６ １０ ４９ １５８ ９ ２６２ １ ２２３ ０ ０００∗∗∗

Ｐａｎｅｌ Ｂ 重点区域 非重点区域 差异

变量 Ｎ Ｍｅａｎ Ｎ Ｍｅａｎ Ｍｅａｎ ｐ－Ｖａｌｕｅ

ｌｎｐｇｄｐ ７８ １０ ３３ ８６ １０ ２３ ０ ０９８０ ０ ２３３

ｌｎｓｄｅｍｉ ７８ １０ ８２ ８６ １０ ７８ ０ ０４２０ ０ ７２３

ｌｎｐｏｐ ７８ ５ ９６４ ８６ ５ ８７０ ０ ０９４０ ０ ３３９

ｌｎｇｄｐｇ ７８ ２ ６５６ ８６ ２ ６７１ －０ ０１５０ ０ ４６２

ｌｎＦＤＩ ７８ ９ ９７４ ８６ ９ ５９２ ０ ３８２ ０ １１８

注：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ｓｄｅｍｉ、 ｌｎｐｏｐ、 ｌｎｇｄｐｇ 和 ｌｎＦＤＩ 分别表示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二氧化硫排放、 ＧＤＰ 增速、 人口和

外商直接投资； Ｐａｎｅｌ Ａ 是运用 ＰＳＭ 技术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差异， 而 Ｐａｎｅｌ Ｂ 展示了使用 ＰＳＭ 技术后处理

组和控制组的差异； 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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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方便分析， 本文使用三重差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基于采用 ＰＳＭ 方法后的匹配城市， 本文重新评估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表 ４ 第 （１） 列汇报了采用 ＰＳＭ 方法后匹配城市的

估计结果。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 的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 表明基

准回归结果并非是由政策设计的非随机因素驱动的。
（二） 空间效应

经典三重差分识别策略要求控制组不受政策的冲击。 然而， 由于大气环流的作

用， 与重点区域城市相邻的非重点区域城市的污染排放有可能波及到重点区域城

市。 为保护重点区域城市的大气环境， 政府有可能对与重点区域城市相邻的周边城

市实施严格环境规制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在表 ４ 第 （２） 列， 进一步剔除了与重

点区域城市相邻的非重点区域城市。 交互项的系数保持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方向和

统计显著性， 意味着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进一步考虑环境政策的空间效应之后依

然是稳健的。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１） （２） （３） （４）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９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１８６２∗∗∗ －３ ３７２４∗∗∗ －４ ０９９５∗∗∗ －２ ９２１５∗∗∗

（０ ６３２５） （０ ５４５６） （０ ６８８９） （０ ６１９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８ ３８６ ７１ ２３７ ６０ ３００ ４１ ３４５

Ｒ２ ０ ８４９ ０ ８６６ ０ ８６６ ０ ８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三）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世界市场需求低

迷。 尽管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企业是否位于重点区域是无关

的， 但是依然根据 Ｓｈｉ 和 Ｘｕ （２０１８） 的建议， 在表 ４ 第 （３） 列剔除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间的样本。 再一次， 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大于 ０， 意味着本文的结论

在剔除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依然成立。
（四） 其他环境事件

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政策同期的环境事件依然可能干扰估计结果。 在本文的样

本期间内， 最大的环境事件就是中央政府实施的低碳试点城市政策。 既存文献强调

了这一环境事件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因此， 在表

４ 第 （４） 列进一步剔除了属于低碳试点政策的城市以规避该环境事件对估计结果

的影响。 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意味着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

５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量升级做出贡献的结论在剔除其他环境事件的影响后依然成立。

六、 异质性分析

（一）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严格环境规制下更易于实现技术创新 （ Ｑ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５６］， 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长期以来， 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

势， 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世界市场。 然而， 加工贸易出口企业较低的生产效率是导

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戴觅等， ２０１４） ［５７］。 表

５ 第 （１） 列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ＯｒｄＤｕｍｍｙ 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

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表 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ｌｎＥｘｐＱｕａｌ

（１） （２） （３）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ＯｒｄＤｕｍｍｙ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０５５）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ＮｏｎＳＯＥ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０６２）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ｌｎＥｃｏＷｏｒｄ ２ ９６３５∗∗∗

（０ ９０８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２４７６∗∗∗ －３ ３７１１∗∗∗ －３ ０７７１∗∗∗

（０ ４９６７） （０ ４９８８） （０ ４９９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９ ７７８ ７９ ７７８ ７７ ５８５

Ｒ２ ０ ８６５ ０ ８６５ ０ ８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ＯｒｄＤｕｍｍｙ 和 ＮｏｎＳＯＥ 分别是表示一般贸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 ｌｎＥｃｏＷｏｒｄ 是地级市政府报告

中的环保词频占比； 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二）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在中国背景下，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政府任命的。 政治关联可以使国有企业规

避政府实施的严格环境规制。 此外， 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能够以

较低的利率获得来自国有银行的资金资助 （张杰， ２０１５） ［５８］。 较低的融资成本也使

得国有企业并不注重创新效率的提高， 进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因

此， 本文认为严格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是不明显的。 表 ５
第 （２） 列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ＮｏｎＳＯＥ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三）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

地方政府对所辖地区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 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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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具体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力度。 为此， 根据陈诗

一和陈登科 （２０１８） ［５９］的方法， 本文使用地级市层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保护词

频数据来度量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①。 在表 ５ 第 （３） 列中，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Ｐｏｓｔ×ｌｎＥｃｏＷｏｒｄ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地方政府对

环境治理的努力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

七、 机制检验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实际上是其技术创新能力的表现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２０１７； 康志勇等， ２０２０）。 为此， 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视角理解环境规制影响

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

表 ６　 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ＰａｔＴｏ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Ｎｏｎ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Ｔｏ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Ｎｏｎｉｎｖ

ＫＲＡＰＣ×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６１）
ＫＲＡＰＣ×ｌｎＩｎｄＧｅｎ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３９２０∗∗∗ －０ ２２５４∗∗∗ －０ ２８２４∗∗∗ －０ ３７６３∗∗∗ －０ ２１６７∗∗∗ －０ ２７０３∗∗∗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２９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５ ５６４ ３９５ ５６４ ３９５ ５６４ ３９４ ７７９ ３９４ ７７９ ３９４ ７７９

Ｒ２ ０ ６７５ ０ ６７１ ０ ６４３ ０ ６７４ ０ ６７０ ０ ６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的标准误；∗∗∗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现有文献广泛采用创新投入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 （Ｊａｆｆ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７； Ｂｒｕｎｎｅｒｍｅｉｅｒａ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ｎ， ２００３；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然而， 同样的创新投

资所带来的创新产出的不同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 （李兵等， ２０１６） ［６０］。 与现

存文献一致， 本文采用专利申请总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量的总和） 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层面的专利申请日期、 数量和

类型的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将模型 （１） 的因变量替换为专利申请总量， 表

６ 第 （１） 列汇报了估计结果。 ＫＲＡＰＣ×Ｐ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严格环境规制促

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这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此外，
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体现了技术创新难度的差异。 在表 ６ 第 （２）、 （３） 列分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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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陈诗一和陈登科 （２０１８） 的建议， 与环境相关的词汇具体包括： 环境保护、 环保、 污染、 能耗、
减排、 排污、 生态、 绿色、 低碳、 空气、 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可吸入颗粒物以及细颗粒物

等。



察了环境规制对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将模型 （２） 的因变量替换

为专利申请总量， 图 ４ 展示了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估计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表

６ 第 （４） — （６） 列进一步探索了环境规制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创新效应， 可以发

现， 重污染企业在环境规制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技术升级。

图 ３　 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的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注： 该图展示了交互项 ＫＲＡＰＣ×Ｙｅａｒ 的估计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因变量是 ｌｎＰａｔＴｏｔ； 估计中包括了全部控制

变量以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

八、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央政府 “十二五” 计划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为

一次准自然实验， 深入探索了严格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由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引发的严格环境规制有效约束了

受管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 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进一步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 政策的空间效

应、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 除了平

均处理效应以外，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表明， 重污染企业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经历了

较大幅度的污染排放削减和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异质性分析显示， 严格环境规制更

利于一般贸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此外， 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 机制检验显示， 由严格环

境规制引发的技术进步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在约束企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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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方面是有效的。 为此， 政府应该将重点区域实施的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模式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 以全面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第二， 尽管严格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

的污染治理负担， 但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可以抵消遵守法规的成本， 从而实

现企业污染排放减少和经济绩效提升的双赢。 为此， 政府要制定有效的创新支持政

策， 如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 积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的路径来最小化其负面

的环境影响。 然后， 在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体制下， 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响应中央

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 加强环境治理， 以更好地发挥严格环境政策在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第三， 严格环境规制对不同贸易类型和不同所有权企业的效应

是异质的， 因此政府应根据企业的属性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要积极鼓励和帮助加工

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 促进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出口产品质量。 此外， 国有企业

会凭借其政治关联来规避环境政策的监管， 因此政府要对任何所有制企业的监督管

理一视同仁， 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ＮＡＫＡ 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４２）： ９０－１０３

［２］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７０ ａｎｄ
１９７７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２， １１０
（６）： １１７５－１２１９

［３］ ＧＲＡＹ Ｗ Ｂ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ＳＨＡ， ＥＰ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７， ７７ （５）： ９９８－１００６

［４］ ＷＡＮＧ Ｃ， ＷＵ Ｊ， ＺＨＡＮＧ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Ｄ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９２）： ５４－７３

［５］ ＬＩＵ Ｍ， ＴＡＮ Ｒ， ＺＨＡＮＧ Ｂ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Ｂｌｕｅ Ｓｋ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
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１－１６

［６］ ＫＥＳＩＤＯＵ Ｅ， ＷＵ Ｌ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２０： １－６

［７］ ＳＨＩ Ｘ， ＸＵ Ｚ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８９）： １８７－２００

［８］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Ｊ， ＮＡＪＪＡＲ Ｎ Ｄ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１４ （２）： １２５－６０

［９］ ＤＥＮＧ Ｙ， ＷＵ Ｙ， ＸＵ 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１－１４

［１０］ ＢＡＳ Ｍ，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Ｖ Ｉｎｐｕｔ－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５ （２）： ２５０－２６２

［１１］ 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ＺＨＡＮＧ Ｚ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２７ （１）： ３７９－４３６

［１２］ ＡＮＷＡＲ Ｓ， ＳＵ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５４）： ２８９－２９８

［１３］ ＣＨＥＮ Ｎ， ＪＵＶＥＮＡＬ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００）： ６１－８０

［１４］ ＨＵ Ｃ， ＰＡＲＳＬＥＹ Ｄ， ＴＡＮ 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９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９８）： ３３６－３４８
［１５］ ＬＩ Ｇ， ＬＩ Ｊ， ＺＨ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１８３）： ８１１－８３２
［１６］ ＳＯＮＧ Ｘ， ＨＵＡＮＧ Ｘ， ＱＩＮＧ 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１０３）： １－９
［１７］ ＤＯＮＧ Ｂ， ＧＵＯ Ｙ， ＨＵ Ｘ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２ （７７）： １４３－１５８
［１８］ ＦＡＮ Ｈ， ＬＡＩ Ｅ， ＬＩ Ｙ 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４３ （２）： ３９０－４１６
［１９］ ＨＥＲＩＮＧ Ｌ， ＰＯＮＣＥＴ 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６８）： ２９６－３１８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ＵＩ Ｊ， ＬＵ Ｃ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６１）： １－１７
［２１］ ＸＩＥ Ｄ， ＬＩ Ｘ， ＺＨＯＵ Ｄ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７３）： ６２０－６３８
［２２］ ＤＥＣＨＥＺＬＥＰＲÊＴＲＥ Ａ， ＳＡＴＯ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７， １１ （２）， １８３－２０６
［２３］ ＪＡＦＦＥ Ａ Ｂ，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Ｓ Ｒ， ＰＯＲＴＮＥＹ Ｐ Ｒ，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ｅｌｌ Ｕ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５， ３３ （１）： １３２－１６３
［２４］ ＰＡＬＭＥＲ Ｋ， ＯＡＴＥＳ Ｗ Ｅ， ＰＯＲＴＮＥＹ Ｐ Ｒ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ｏｒ ｔｈｅ Ｎｏ－

ｃｏｓ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４）： １１９－１３２
［２５］ 李磊， 刘博聪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质量？ —创新促进与成本挤占 ［Ｊ］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２２ （３）： ９４－１２１
［２６］ 胡浩然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能提升产品质量吗 ［Ｊ］ ． 经济科学， ２０１９ （３）： ９３－１０５
［２７］ 范红忠， 侯盖， 刘洋  地方自发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基于 “河长制” 政策的研究 ［ Ｊ］ ．

产经评论， ２０２１， １２ （５）： ２２－３７
［２８］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Ｅ， ＴＥＳＨＩＭＡ Ｋ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３３）： ２６４－２７４

［２９］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６４ （４）： １６８
［３０］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Ｃ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４）： ９７－１１８
［３１］ 盛丹， 张慧玲  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

３８ （８）： ８０－９７
［３２］ 高翔， 何欢浪  清洁生产、 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２１ （７）： ６４－７５
［３３］ 黄蕙萍， 郭一鼎  环境规制能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基于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的准自然

实验 ［Ｊ］ ． 生态经济， ２０２２， ３８ （１２）： １２７－１３５
［３４］ 姬潇涵， 周定根， 刘东华  环境规制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升级———基于节能低碳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Ｊ］ ． 生态经济， ２０２２， ３８ （４）： １３７－１４４
［３５］ ＢＲＵＮＥＬ Ｃ，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６， １０ （１）： ４７－６７
［３６］ ＪＡＦＦＥ Ａ Ｂ， ＰＡＬＭＥＲ 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７９ （４）： ６１０－６１９
［３７］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Ｓ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４９ （１）： ２２３－２５４

０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３８］ ＫＮＥＬＬＥＲ Ｒ， 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Ｕ Ｋ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３４）： ２１１－２３５

［３９］ ＣＡＩ Ｘ， ＬＵ Ｙ， ＷＵ Ｍ，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ｗａｙ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７３
－８５

［４０］ ＡＬＢＲＩＺＩＯ Ｓ， ＫＯＺＬＵＫ Ｔ， ＺＩＰＰＥＲＥＲ 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８１）： ２０９－２２６

［４１］ ＨＵＡＮＧ Ｊ， ＺＨＡＯ Ｊ， ＣＡＯ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７２）： １５４－１７４
［４２］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 ＨＥ Ｇ， ＬＩ Ｓ，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５ Ｙｅａｒ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１， １５ （２）： ２８１－２９９
［４３］ 康志勇， 汤学良， 刘馨  环境规制、 企业创新与中国企业出口研究—基于 “波特假说” 的再检验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２）： １２５－１４１
［４４］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ＷＥＩ Ｓ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６）： ２１６９－２１９５
［４５］ 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Ａ Ｐ， ＳＭＡＧＧＨＵＥ 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１８）： ２１７－２３２
［４６］ ＢＲＯＤＡ Ｃ，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Ｄ 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２）： ５４１－５８５
［４７］ 许家云， 毛其淋， 胡鞍钢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３）： ５２－７５
［４８］ ＹＵ 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２５ （５８５）： ９４３－９８８
［４９］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 Ｄｉ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４７）： ５８５－６１１
［５０］ ＡＵＦＦＨＡＭＭＥＲ Ｍ，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１０１ （６）： ２６８７－２７２２
［５１］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Ａ， ＬＡＨＩＲＩ Ｂ， ＰＩＺＥＲ Ｗ， ｅｔ ａｌ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ｅｘｉｃｏｓ Ｃｌ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６０ （３）：
１８２－１９２

［５２］ ＬＩＮ 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ｖ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８）： ３２－４３
［５３］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Ｗ， ＥＶＡＮＳ Ｍ Ｆ，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Ｓ 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Ｗａｓ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Ｕ Ｓ 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ｄ⁃

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１－２０
［５４］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 （７）： ３６－５０
［５５］ ＣＨＥＮ Ｙ Ｊ， ＬＩ Ｐ， ＬＵ Ｙ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３３）： ８４－１０１
［５６］ ＱＩＵ Ｌ Ｄ， ＺＨＯＵ Ｍ， ＷＥＩ 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ｎｏｐｏ⁃

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９２）： ６３８－６５８
［５７］ 戴觅， 余淼杰， ＭＡＤＨＵＲＡ Ｍ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 加工贸易的作用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４， １３ （２）： ６７５－６９８
［５８］ 张杰  金融抑制、 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５ （６）： ６４－７９
［５９］ 陈诗一， 陈登科  雾霾污染、 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２）： ２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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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ｉｎｇｘ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ＲＡＰ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ＲＡＰ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ｏｒｍｕ⁃
ｌａ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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